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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什么是城市，学界颇多争议，研究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与乡村人口分布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定义不统一( 侯杨方:《20 世纪

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 定义及估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 。在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研究中，曹树基先

生虽然对“什么是城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但具体论证时，他所指的城市实际上仅是传统的行政等级类治所。本文针对曹先生的论点进

行商榷，因此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指城市与其定义的城市相同，皆为行政等级类治所。
② 曹树基对清代城市人口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和两本专著中，分别是: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十

四章《城市化移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83 ～ 613 页) ;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十七章《清代

中期城市人口》、第十八章《清代末年城市人口》(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23 ～ 799 页) ; 《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

商榷》( 《中国人口科学》2001 年第 4 期) ;《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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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与北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 一项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研究

路伟东 王新刚

(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

【摘 要】传统文献中关于城市人口数量的记载相当少，因此以往学者对历史城市人口的讨论，大多基于

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釆用基于经验的、个案归纳式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这样一个

需要在大样本基础上、在统计层面上进行探讨的问题来讲，期望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史料和研究方法，

就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并得到可靠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本文以晚清甘肃城市为例，利用宣统人口调查

原始档案“地理调查表”中的分村户口数据，对晚清甘肃 63 座行政治所类城市的人口规模及数据分布进

行了系统的汇总、分析。研究表明: 就一般的府、州、厅、县来讲，清末甘肃各行政治所类城市的人口规模

分布呈离散状态，集中度较低，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城市人口与城市行政等级的相关性较低，不存在与

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实际上，决定城市行政等级的核心要素不是城市人口规模。

反过来，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核心要素也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城市行政等级。所以，试图构建与城市行政

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本身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从这一角度讲，本文对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等

级模式的讨论，或许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晚清 甘肃 城市等级 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地理调查表

从 1997 年到 2002 年，曹树基先生先后发表了一

系列论著，对清代城市人口①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考

证和研究，成绩斐然，影响卓著。其研究的核心是构

建了新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认为建构这一模式有两

个首要前提: 一是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推算，必须

在区域的框架中进行，全国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是不存在的; 二是构建历史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应该釆

用实证的方法，即在各行政等级城市中，寻找尽可能

多的样本，以个别推求整体，这种研究是基于经验的、

个案归纳式的。②在此基础上，曹先生的结论是: 在区

域的框架中，存在着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

口等级模式。简单的讲就是，在特定的区域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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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等级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存在着正相关性，行政

等级高的城市人口多，行政等级低的城市人口少，不

同行政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

在西北地区，曹先生提出了陕甘城市人口等级模

式，认为清中期区域内省城 55 000 人、府城 25 000

人、州和直隶州城 12 000 人、县城及镇为 2 000 人。①

清晚期陕西县城约 2 500 人，甘肃县城约 2 000 人，

大县、州、府城约 5 000 人。②认真研读其整个论证过

程，我们发现支撑这一研究结论的样本城市相当有

限。以晚清为例，陕甘两省样本城市总共只有 12 个，

其中甘肃只有 4 个，仅占甘省城市总数的 5. 3%。③

另一方面，有限的城市人口数据多为个人估计数，可

靠性值得商榷。以西安城为例，曹先生认为同治中城

内数万回民可能因战争而逃散，清末人口最多可达 30

万。④实际上，西安城内回民战时免遭屠戮，战后亦未

逃散一空。⑤ 比较可靠的数据显示，清末全城人口约

15 万左右，⑥仅为其估计数的一半。兰州城情况类

似，清末城内仅有 9 163 人，合关厢及附城人口，总数

亦不足 6 万，⑦与其估计的 10 万人相去甚远。

通过实证的方法，以个案推求整体，构建城市人

口等级模式; 然后根据构建的模式再反推一般城市的

人口状况，进而建立完整的历史城市人口序列。这一

研究思路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必须有足够数

量且准确可靠的研究个案。样本数过少，尤如盲人摸

象，缺乏对整体的认识，很难通过个案归纳式的研究，

以个别推求整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而缺乏真实可

靠的数据，则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缺乏实证的

意义。从以上两点来看，曹先生所构建的陕甘城市人

口等级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可能需要更多的检验和

论证。

那么，晚清西北城市人口的真实状况如何? 具体

是如何分布的? 是否存在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

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如果存在，这一模式与曹先生所

构建的城市人口模式是否相同? 如果不存在，城市人

口等级模式是否存在于其他的地理空间和城市维度

里? 诸如此类的问题，利用“地理调查表”原始档案数

据，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一、宣统人口普查与甘肃“地理调查表”

“地理调查表”亦称“地與调查表”或“地理户口

调查表”，是宣统人口基层普查信息汇总的简表，是最

原始的普查档案和地方文献。清末推行宪政，为了筹

备立宪各项事宜，清政府于宣统年间在全国除西藏以

外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调查活动。这

次人口普查包括的空间范围广，耗费时间长，方法独

特，普查目的与以往有本质不同，质量较高。侯杨方

认为，宣统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

查，在中国人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⑧

“地理调查表”调查表式以城市村镇为经，方向、

里数、户口、附记五项为纬。每村一行，挨次排列。应

查事项，先由本县绅董，分投详确考查。再由地方官

复核，并将调查内容及承办绅董姓名、职衔等，汇填表

内。连同原表，一并呈由省督抚。离城里数，可据俗

称填注，但户、口两项均应切实查明，不准沿用向来所

查数目敷衍填注。表第一页第一行地理调查表等字

之上应填注某厅及某州县等字，其下录承办官职名如

表式。表册面地理调查表等字之上应填注某省及府

厅州县等字。⑨

宣统“地理调查表”国内多地均有发现，但以甘肃

“地理调查表”保存的最为完整和系统。据笔者校核

统计，甘肃省图书馆现存“地理调查表”共包括 65 个

县及县以上调查单元。这其中，宁夏、宁朔两县均为

宁夏府附廓，一城两县。庄浪茶马厅与平番县驻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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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④ 曹树基，前揭书，第 747、793 ～ 796、797 页。
根据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年，第 453 ～ 477 页) 统计，清末甘肃县以上行政治城有 68 个，但从地理调查表

原始档案来看，清未甘肃分县、县丞、州同、城判等均与县并列，这些行政单元，实有土地和人口，且大多有治城，其地位似与县等或略低。统而

计之，清末甘肃县及县以上行政治所类城市共有 76 座。
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回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史红帅:《明清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12 页。
赖恩培:《甘肃省兰州府皋兰县地理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原始档案，索书号 671. 65 /103. 78。
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 年》，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0 ～ 22 页。
引自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办法”，详见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 第一辑，先秦至 1911 年)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24、225 页。



城，所有城内汉民户口归县管辖查报，厅辖境惟三十

六番族户口由厅调查。狄道沙泥州判城内人口数缺

失，仅有附城人口，无法计算。合而计之，实际有效样

本城市共有 62 座，约占甘省行政治所城市总数的 4 /5。

这 62 座样本城市分别为: 省城 1 座，即兰州省城

( 附廓皋兰县) ; 府城 6 座，分别是: 甘州府城( 附廓张

掖县) 、平凉府城( 附廓平凉县) 、巩昌府城( 附廓陇西

县) 、庆阳府城( 附廓安化县) 、宁夏府城( 附廓宁夏

县、宁灵县) 、西宁府( 附廓西宁县) ; 直隶州城 3 座，分

别是: 泾州城、安西州城、肃州城; 州城 5 座，分别是:

河州城、狄道州城、静宁州城、灵州城、宁州城; 普通县

城 30 座，分别是: 渭源县城、金县城、靖远县城、安定

县城、会宁县城、通渭县城、宁远县城、伏羌县城、华亭

县城、隆德县城、环县城、正宁县城、大通县城、碾伯县

城、永昌县城、平番县城( 庄浪茶马厅城) 、古浪县城、

山丹县城、玉门县城、敦煌县城、秦安县城、清水县城、

礼县城、两当县城、高台县城、灵台县城、镇原县城、崇
信县城、平远县城、海城县城; 直隶厅城 1 座，即: 化平

川厅城; 厅城 9 座，分别是: 洮州厅城、循化厅城、贵德

厅城、宁灵厅城、巴燕戎格厅城、丹格尔厅城、三岔厅

城、抚彝厅城、花马池厅城; 州同、州判、县丞城 7 个，

分别是: 王子庄州同城、红水县丞城、打拉池县丞城、

陇西县丞城、庄浪县丞城、毛目县丞城、硝河城判城。①

现存“地理调查表”比较详实记载了以上 62 座行

政中心城市城内、关厢及附城的户数和口数。汇总统

计，宣统年间这 62 座城市总共有 7. 7 万户，36. 9 万

口，户均人口约 4. 8，城均约 1 300 户、6 000 余口，城

中位数约 550 户，2 800 余口。现有研究显示，虽然各

府县普查时间节点存在差异，普查数据汇总过程中也

存在不少人为错误，但这次普查在甘肃省还是得到了

切实有效的推行，普查工作比较全面细致，数据总体

质量较高。②

二、行政等级下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幻象

曹树基将清代陕甘行政治所城市分成四个不同

的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省城、府城、州城和直隶州

城、县城及镇。按照这一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以上 62

个样本城市人口信息汇总见表 1:

表 1 曹树基行政等级划分下的户口统计

等级 名称 频数 总户数 城均户数 总人数 城均人数

一 省城 1 15，155 15，155 59，147 59，147

二 府城 6 15，766 2，628 64，244 10，707

三 州城和直隶州城 8 11，654 1，457 58，333 7，292

四 厅县城 47 34，837 757 187，020 4，066

合计 62 77，412 1，269 368，744 6，045

从表 1 统计数据来看，首先，四个行政等级城市

之间，似乎存在较为明显的城市人口等级，即省城

60 000 人，府城 10 000 人，州城直隶州城 7 000 人，

县城 4 000 人，但这一等级关系与其所称的等级关系

并不一致; 其次，即使在经过同治西北战争的蹂躏，人

口大量 损 失 的 情 况 下，清 末 甘 肃 实 际 的 县 均 人 口

4 000 仍然远远高于其清中期甘肃县均人口 2 000 的

估计; 再次，就晚清甘肃城市人口而言，不论县城平均

人口，还是大县、州和府城平均人口，都比其估计的城

市平均人口要高很多。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其估算的

晚清甘肃城市平均人口数也是错误的，所总结的清代

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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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荣先生早在 1997 年出版的《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 第一辑，先秦至 1911 年) 一书中就对“地理调查表”户口部分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其

后出版的《甘肃人口史》( 方荣、张蕊兰著，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一书中，又对这批数据进行了汇总，但可惜缺漏较多，亦未做深入研

究和分析。至今，这批珍贵的原始档案，学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经笔者在甘肃图书馆认真核对，现存甘肃地理调查表共包括 65 个府、州、县、
厅，1997 年出版的《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仅记载有 47 个府、州、厅、县的调查数据。前此出版的拙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 上海: 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1 年) 及拙稿《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分析》( 《历史地理》第二十五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02 ～ 412 页) 统计数据并不完整，在此致歉。
路伟东:《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分析》，《历史地理》第二十五辑，第 402 ～ 412 页。



清代行政等级不论官方典制，①还是后人研究，②

一般认为应该分为三级，省以下，府和直隶州、直隶厅

应该同属于第二等级，一般的县和散州、散厅属于第

三等级。那么，在这一行政等级分类下是否存在着与

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呢? 三级行政

等级之城市人口信息汇总见表 2:

表 2 三级行政等级下户口统计

等级 名称 频数 总人数 平均数 中位数 极差 R 标准差 SD离散系数 CV

一 省城 1 59，147 59，147 59，147 0 \ 0

二 府( 直隶州直隶厅) 城 10 88，520 8，852 5，331 19，999 7，698 0． 87

三 县( 州厅) 城 50 221，077 4，335 2，754 29，911 5，519 1． 27

从表 2 看，省城、府城、县城的平均人口分别约是

60 000、9 000、4 000，三个行政等级的城市人口看似

存在一定的等级关系。10 个府一级城市中，化平川

直隶厅仅 1 195 人，不但远少于其他的府、直隶州城，

即使与普通的县城相比，人口也是比较少的。如果将

这一特殊样本排除在外，那么三个行政等级城市的平

均人口分别约是 60 000、10 000、4 000，城市人口的

等级关系更为明显。与人口平均数相比，人口中位数

的波动虽然小一些，但同样显示了城市人口的这种等

级关系。

这一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

式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我们不用任何修改，就可以以

此为基础，建立一套自己的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等级模

型。但是，从巨大的极差上可以看出，府、县两个等

级，尤其是县级，城市人口波动幅度是非常大的。府

级城市中，人口最多的甘州府城有 21 194 口，比府均

人口多 12 342 人。而人口最少的化平直隶厅城人口

仅 1 195 口，比府城平均人口少 7 656 人，仅是甘州

府城人口的 5. 6%，两者极差高达 19 999。县级城市

数据波动幅度更大，人口最多的秦安县城有 30 107

口，是县城平均人口的 6. 2 倍。而人口最少的毛目县

丞只有 196 人，比县城平均人口少 4 139，仅是秦安县

城人口的 0. 65%，两者极差高达 29 911。

平均数受极端样本数据的影响很大，反映的是样

本城市人口数集中的趋势，远不能描述数据真实的分

布状态。中位数虽然不受少数几个极端值的影响，但

实际上是样本数据所占频率的等分线，所反映的仍是

数据集中分布的趋势。中位数与平均数的相对位置，

反映数据分布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第二、三等级

城市人口中位数都小于平均数，且非常明显。这表

明，府、县两个等级中大多数的城市人口数少于城均

人口数，并且，城市人口规模超大者，对城均人口数影

响较大。图 1 是府级城市与县级城市人口分布的实

际状态。

图 1 府级城市与县级城市人口分布状态

从图 1 看，人口最多的县城，其人口比任何一个

府城人口都多; 人口最少的县城，其人口比任何一个

府城人口都少。也就是说，县级城市人口的分布范

围，完全涵盖了府级城市人口的分布范围。府、县两

个行政等级城市之间，人口不存在明显的层级关系。

具体而言，县级城市中，有 25% ( 共 12 个) 的县城人

口接近或大于府级城市人口中位数，有 10% ( 共 5

个) 的县城人口大于府级城市人口平均数。这其中，

秦安县城市人口高达 30 107，仅次于省城兰州。高台

县人口亦高达 21 567。这两个县城人口都超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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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中所有的府、直隶州城人口; 府级城市中，有 50%

的府城人口少于县级城市人口平均数，有 40%的府城

人口接近或少于县城人口中位数。从巨大的标准差

( SD) 上可以看出，三个等级中最主要的府、县两个等

级，城市人口数据完全是离散的，而不是聚合的。尤

其是县级城市人口，离散程度更高。

综上所述，晚清甘肃各城市，省城兰州人口是最

多的，有六万人，约 15 000 余户，明显高于其他行政

等级的城市。但就一般的府、州城和厅、县而言，城市

人口分布呈离散状态，集中程度较低，不论城市人口

平均数还是中位数均不能反映数据分布的真实状态，

两者之间不存在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

等级关系。

三、行政等级下城市人口等级

模式幻象的实质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余年，造

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即使经过了四十余年的恢复

与发展，至清末西北人口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

平。宣统“地理调查表”记录的正是这一大背景下的

甘肃城市人口，因此，它不能反映同治战前甘肃城市

人口实际状况。晚清甘肃不存在与城市行政等级相

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事实，也不能说明这一情

况在清中期同样存在。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同治以

前甘肃不存在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

级模式。这是因为，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构建与城市行

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在史料上缺乏支

撑，在逻辑上存在错误。

从史料方面来讲，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如果希

望仅仅依靠传统史料，就建立相对完整的历史城市人

口序列，进而归纳、推导出历史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是

不现实的。这是因为，传统史料中有关城市人口数量

的记载太少，过于零星和琐碎，根本不成体系，不足以

支撑在县这样一个精度上对历史城市人口进行全面

系统的梳理。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得出的历史城市

人口估计数，往往过于主观和随意，误差、偏差不可控

制，可信度值得商榷。

从逻辑方面来讲，影响或决定一个治所城市规

模、形制的因素有很多。① 同样，影响或决定城市行政

等级高低的因素也可能有很多。或者，不同城市影响

或决定其行政等级高下的因素存在差异。不论是何

种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就大多数城市而言，

影响城市行政等级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或者并

不仅仅是城市的人口有多少。从康熙六年( 1667 年)

甘省分置至清末两百余年间，甘肃各府、州、厅、县多

有调整升迁，尤以康雍两朝政区变动最为频繁。② 不

论上升或下降，究其原因，其首要因素都不是人口增

减，而是战备军需、强化掌控或便于管理。

清初甘肃政区的调整，是在用兵西北、远征准噶

尔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雍正二年( 1724 年) 置安西

直隶厅，升甘州卫为甘州府、升肃州厅为肃州直隶州

等，皆为此类。安西与巴里坤的地位变化，最能说明

问题。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升安西厅为府，后复

将安西府移于巴里坤，原安西府降为直隶州。③ 究其

原因，是平定新疆后，安西不再处于两军对峙的前沿，

战略地位降低，巴里坤则地处入疆门户，战略地位上

升。将安西府移于巴里坤，有利于强化对新疆的管理

与掌控。晚清甘肃政区调整，多亦如此。同治十年

( 1871 年) 从平凉府属华亭县析出化平川为回民安插

之地，设为直隶州当出于对已安插回民强化管理掌控

之意，其实际规模仅相当于一般的小县，与其他府及

直隶州城相去甚远，显然和人口无关。

既然决定城市行政等级高下的不是，至少不仅仅

是城市人口，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归纳总结出与城市行

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来呢? 很显然，这

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人口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

人们总是喜欢集聚在那些交通便利、自然和人文条件

优越的地区，厌恶并远离那些交通闭塞、自然或人文

条件恶劣的地区。1935 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著名的

人口地 理 分 界 线“爱 辉—腾 冲 线”，指 出 该 线 东 南

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 96% 的人口; 西北 64% 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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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仅供养 4% 的人口。① 直至今日，中国人口分布的

大格局仍然基本未变。而行政区划是客观存在的地

理实体，有自己实际的管辖区域和空间范围，虽然处

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同级政区也是大小不一的，但在空

间分布上政区与人口显然是不同步的。经过计算，陕

甘两省 1820 年人口重心在平凉府隆德县东偏南 29

公里处，政区重心在西宁府大通县北偏西 20 公里处，

两者相距 470 公里。②

人口与政区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

了位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同级政区和城市之间的人口

规模存在差异，甚至相差悬殊。如果仅就一个特定区

域，比如一个府来讲，一般情况下，府城的政治经济水

平和人口数量会高于辖区一般的州县。但是，这并不

能说明，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府城之间，其人口规模

具有一致性; 也不能说明，某一府的府城人口就一定

比其他府的县城人口多，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诸

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施坚雅认为，在一个理想均质平原上，中心地区

在资源、交通、市场、人口等诸多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

有更多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从中心向边缘依次减弱。

每一个高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

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③ 显然，在

这种理想的均质平原上，城镇的大小、人口数量、市场

地位乃至行政地位，可能都具有正相关性，呈明显的

层级结构。一般情况下，行政区域越小，其辖区内的

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越趋同，越接近于施坚雅假设的

那个均质平原，城镇各经济要素间的层级结构也越明

显。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个较小的政区里，比如一个

府或者一个县内，府城人口大都比县城人口多，县城

人口大都比乡村市镇要多的原因。

单从府县这个层面来看，曹树基先生所构建的那

个在特定区域中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城市人口等

级模式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更

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时，辖区内自然的或经济的差异性

就呈现出来，其所构建的那个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

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就面临诸多的问题。这是因为:

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不是城市的行政等级，

而是城市自然的、经济的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

曹先生的整个论证逻辑中，他一直试图把一个本来应

该在自然区划或经济区域范畴内讨论的问题重新拉

回到行 政 区 划 的 范 畴 里 来，事 实 证 明 这 样 做 是 错

误的。

四、城市等级与城市人口等级

在传统观念中，城市总是与衙门和城墙紧密联

系，只有那些建有城墙的县治、府治、省治和首都才是

真正的城市，④研究者往往亦视其为当然。⑤ 究其原

因，主要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从本质上讲是权力中心而

非市场中心，城市构筑其实是一种政治行动。⑥ 鲁西

奇直接指出，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

间结构。⑦ 但是，行政职能并非城市的唯一职能，城市

等级也并非只有行政等级，简单地按照行政属性来定

义城市和城市等级显然过于狭隘。那么行政等级之

外是否存在着与其他城市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

级模式? 晚清西北城市人口分布的真实状态是什么

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城市和

城市等级?

什么是城市( City) ?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

不容易回答。这是因为，城市作为最典型的地表人文

景观有不同的维度和尺度，也有不同职能和属性。很

难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学界历来颇多争议。⑧ 从最

普遍的意义上讲，“城市之不同于农村，一是与单个农

村相比，城市居民人口较多，二是城市中居民的‘非农

业化程度’较高”。⑨ 现代地理学者认为，城市是人类

社会空间结构的一种基本形式，大量非农业人口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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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和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形成，

是其区别于乡村的基本特征。① 山鹿诚次将这些基本

特征归纳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产业结构、中心性等

几个方面。② 目前，世界各国人口统计中划分城市与

乡村普遍釆用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行政等级、就业结

构( 即非农业人口比例) 和功能特征 ( 即道路、排水

等) 等指标中的一种或多种。我国国务院 1955 年公

布的划分城镇的标准就综合考量了定居点的行政等

级、人口规模和非农人口比例三项指标。③

由于缺乏系统、详确的史料和统计数据，现代城

市划分的部分指标，比如非农人口比例，显然并不适

用于划分历史上的城市。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国务

院 1955 年公布的划分城镇的标准对于界定历史上的

中国城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④ 从汉语词源上看，

“城”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城墙环绕的

权利场所，是权力中心; 后者则指人口集聚的交易场

所，是市场中心。⑤ 赵冈认为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

已经分化这两大类。⑥ “城”和“市”是中国城市最重

要的两个来源，也表明了城市最重要的两个职能。研

究历史城市，除了来源于“城”的行政治所城市，那些

来源于“市”且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工商业市镇也应

该划归为城市。⑦

曹树基先生认同这一观点，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对

哪些市镇属于城市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然而，在实际

构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过程中，其真正使用的样本

城市仍然只是传统的行政治城。之所以进行这样的

论证，除了可能缺少市镇人口数据外，更主要原因在

于，他认为府城、县城间的人口差距反映了不同级别

的行政性城市对于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大小以及相应

的经济能力的强弱，根据人口数将不同的市镇与不同

的府、县治城市并成一类，就可以构建完整和统一的

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⑧ 于是，构建与“城市等级”

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就变得与普通市镇没关

系了，可以只使用行政治城样本。

在这一论证逻辑下，曹先生最初试图构建的那个

与“城市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实际上演

化成了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

式。相对于“城市等级”，城市的行政等级和行政等级

类城市是非常明确的，这类城市的人口数据也是相对

容易获取的。于是论证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

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便成了一件标准化、规范化的案头

工作，其结论理所当然的就是城市行政等级的高下决

定了城市人口数量的多少，存在着与“城市行政等级”

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但是，将行政等级最低

的市镇，根据其人口多少归并到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

以构建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做法，与城市行政

等级决定城市人口等级的推理之间本身就存在逻辑

上的错误。

城市等级( Urban Hierarchy) 是国家或区域城市

体系中按不同重要性区分的城市等级结构关系。其

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等级、规模等级等。城市的核心

是人口。现代地理学中用城市规模来衡量城市的大

小，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地域规模和经济规模等，

其中决定性指标是城市人口。因此，人口的等级本身

就是最简单明了的城市等级，去探求与城市等级相吻

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本身就没有意义。

与城市行政水平相比，城市经济水平在相当程度

上决定了城市的规模。根据在经济等级中的地位，施

坚雅把晚清中国城市划分成了 8 个等级的区域经济

中心模式。许檀在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研究中

将山东城市划分为 4 个等级。如何划分城市经济等

级，施坚雅和许檀都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其中城市

人口数量都是划分城市经济等级的重要指标。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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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个以人口数量为重要指标来划分的城市经济

等级来推导一个与之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实

际上是自我循环式的论证。

有意思的是，曹树基先生努力构建的这一“城市

人口等级模式”与他最初声称要进行商榷的施坚雅的

“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讨论的也

并不是同一问题。施坚雅的正六边形市场社区只是

一种理论假设，是最理想的基层市场格局。为构成这

些模型所作的假设中最根本的一点是，其所讨论的背

景是一个均质的平原，并且各种资源在这个均质平

原上均匀分布，与城市等级相匹配的人口等级模式就

是这些假设的均匀分布资源中的一种。任放认为，研

究者要做的不再是批评施坚雅的六边形市场模型，而

是在探讨区域经济史的市场问题时不要硬套六边形

构图，应该依据史实做出理性判断。①

五、余论

通过对宣统人口普查原始档案“地理调查表”

中的行政等级类治所城市的人口数据进行的统计分

析，笔者发现，在晚清甘肃省，曹树基先生所声称的

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不

存在。

虽然地理调查表登记的只是普通民户，缺乏驻

防军队及其相关人员信息，但这对本文的论证过程

和最终结论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决定晚清城

市行政等级的核心因素不是城市人口。反过来，我

们也无法推导或归纳出一个与城市行政等级相吻合

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从这一点来看，本文对晚清

甘肃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讨论或许具有一定的普遍

意义。

Study on the Urban Population of Gans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odel
of Urban Population Hierarchy

LU Wei-dong WANG Xin-gang
(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Due to a lack of statistical documentation about city popul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 methods of
most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past were focused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 case．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earch and get reliable conclusions without new literature and new methods． The study of the
Xuantong-Geographic-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the model of urban population hierarch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city
administrative level． It is impracticable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equence of historical city population by using
traditional historical data． Trying to build the model of urban population hierarchy on the basis of the city
administrative levels must be logically wrong．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Gansu; urban hierarchy; model of urban population hierarchy; Xuantong-Geographic-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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